
论国家官员外国刑事属事豁免权

———以卡舒吉事件为视角

史新祥


摘　要：卡舒吉事件触及到了国际法关于领事豁免权和外国官员属事豁免权的一些争议性问
题。前者的难点在于执行职务过程中附带行为的性质认定。鉴于豁免权的 “功能性”特征，判断

关键应当在于附带行为和被执行职务之间的关系，而非行为本身的严重性。后者的认定则要区分行

为发生地：当一项公务行为发生在法院地国时，该国对外国官员执行公务资格的认可是豁免权的必

要前提条件；而当该行为发生在法院地国以外时，即使其涉嫌国际罪行，豁免权也应当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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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卡舒吉事件背景

２０１８年底发生的沙特阿拉伯记者贾迈勒·卡舒吉 （ＪａｍａｌＡｈｍａｄＫｈａｓｈｏｇｇｉ）事件在国际上引起
了轩然大波。作为 《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卡舒吉因其对沙特政府的批判态度而闻名。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２日，卡舒吉前往位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沙特领事馆办理离婚证明，此后便一直消失。
数日后，土耳其检方证实卡舒吉已于当日在沙特领馆内遇害。① ２０１９年６月１９日，联合国特别报
告员卡拉马德 （ＡｇｎｅｓＣａｌｌａｍａｒｄ）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了关于卡舒吉事件的调查报告。② 该
报告详细列举了该事件前后的各种细节和证据。报告结论指出：第一，杀害卡舒吉的行为是由一个

沙特方面派遣的１５人小分队实施的。该小分队主要由沙特情报部门官员和沙特军官构成；③ 第二，
有可靠证据证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ｂｉｎＳａｌｍａｎ）和其他沙特高级别官员
可能涉案；④ 第三，包括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奥塔比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ａｌＯｔａｉｂｉ）在内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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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土耳其检方公布卡舒吉案最新调查结果》，央视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１８／１１／０１／ＡＲＴＩＤｗ９ｙｖＨＭＵｌＲｄＦＵ
８Ｍ１ＧｉＣｘ１８１１０１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
ＡｇｎèｓＣａｌｌａｍａｒｄ，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ｏｎｅｘｔｒａｊｕｄｉｃｉａｌ，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ｒ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ｏｔｈｅ
ｕｎｌａｗｆｕｌｄｅａｔｈｏｆＭｒＪａｍａＫｈａｓｈｏｇｇｉ，Ａ／ＨＲＣ／４１／ＣＲＰ１（２０１９）．
ＡｇｎèｓＣａｌｌａｍａｒｄ，Ａ／ＨＲＣ／４１／ＣＲＰ１（２０１９），ＴａｂｌｅＡ
ＡｇｎèｓＣａｌｌａｍａｒｄ，Ａ／ＨＲＣ／４１／ＣＲＰ１（２０１９），ｐａｒ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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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沙特领馆官员参与了行为预备、实施和掩盖罪行的全过程；① 第四，该案是对卡舒吉生命权的

公然侵犯。同时，涉案沙特官员的行为涉嫌国际法上的酷刑罪和强迫失踪罪。②

沙特方面承认部分政府官员参与了卡舒吉事件，但否认萨勒曼涉及其中。③ 例如，在２０１９年
９月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萨勒曼自己承认其作为领导人应当为沙特政府官员的行
为负责，尽管他本人对此事并不知情。④ 然而，即使事实如沙特所说，该行为在国际法上也应当被

认定为沙特的国家行为。根据２００１年国际法委员会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中关

于责任归因的规定，一名国家官员的行为只要具备了 “表面上的权威性”（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即可
被归于该国家，无论该官员的职位高低或权力范围。⑤

鉴于涉案沙特官员的身份和行为的 “国家”属性，卡舒吉事件反映出了当前国际法关于国

家官员豁免权的一些争议性问题。豁免权可以保护一个国家的官员在外国法院免受起诉。然而，

根据一名官员的身份不同，其享有的豁免权也不尽相同。卡舒吉事件中涉及的豁免权主要有两

种：沙特领事官员享有的领事豁免权和其他涉案的沙特官员享有的习惯法上的国家官员属事豁免

权。因此，在接下来的论述中，笔者将重点回答三个问题：第一，领事豁免权是否能够保护严重

的刑事行为；第二，本案中杀害了卡舒吉的沙特官员是否在土耳其享有属事豁免权；第三，如果

本案的罪行构成国际法上的强迫失踪罪或酷刑罪，属事豁免权是否必须被排除。

二　领事豁免权与行为严重性的关系

沙特领事官员享有的领事豁免权和本案中其他沙特官员享有的豁免权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是

由 《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以下简称 《公约》）明确规定的，而后者是基于习惯国际法。《公

约》于１９６７年正式生效，目前已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批准。⑥ 根据 《公约》第４３条的规定，
领事官员及领馆雇员对其为执行领事职务而实施之行为不受接受国司法或行政机关之管辖。《公

约》第５条列举了１３项 “领事职务”，但除此之外，《公约》并未定义何为 “为执行领事职务而

实施之行为”。学者们通常将领事豁免权的保护范围统称为 “公务行为”⑦ 或 “职务行为”。⑧ 但

这种统称忽略了 《公约》对于领事豁免权范围更为细致的规定。根据 《公约》第７１条第１款，
如果一名领事官员是接受国国民或永久居民，他的领事豁免权将保护 “其为执行职务而实施之

·９３·

论国家官员外国刑事属事豁免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ｇｎèｓＣａｌｌａｍａｒｄ，Ａ／ＨＲＣ／４１／ＣＲＰ１（２０１９），ｐａｒａｓ７７－８８
ＡｇｎèｓＣａｌｌａｍａｒｄ，Ａ／ＨＲＣ／４１／ＣＲＰ１（２０１９），ｐａｒａ３
沙特检方最初声称该案是由沙特情报部门副部长阿西里 （ＡｈｍｅｄａｌＡｓｉｒｉ）和萨勒曼顾问卡赫塔尼 （ＳａｕｄａｌＱａｈｔａｎｉ）共
同策划并下令实施的。卡赫塔尼后因证据不足未被指控。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利雅得刑事法庭同样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阿西
里。法庭同时判处５人死刑，３人有期徒刑。沙特并未公开该８人的身份和姓名。该案目前正由沙特最高法院复核。参
见： 《沙特判处卡舒吉遇害案５名涉案人员死刑》，新华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ｗｏｒｌｄ／２０１９－１２／２３／ｃ＿
１１２５３７９８０１ｈｔｍ，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
《沙特王储：没有下令杀害卡舒吉，但对他的死 “负有全责”》，央视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ｃｃｔｖｃｏｍ／２０１９／０９／３０／
ＡＲＴＩ８ｙ２Ｕｚ９５ＨＸｘｏＮＳ１ＵＤｉｗ６ｌ１９０９３０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
“Ｄｒａｆ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Ａｃ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２００１）”，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ＩＬＣ２００１，
ＶｏｌＩＩ，ＰａｒｔＴｗｏ，ｐｐ４０－４１，ｐａｒａｓ６－７
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ＴＳ，ｖｏｌ５９６，ｐ２６１
ＣｕｒｔｉｓＡＢｒａｄｌｅ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ｉｎｔｈｅＵＳＬｅｇ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ｎｄｅｄｎ，２０１５），ｐ２５３
熊安邦：《道路交通安全执法中的领事特权与豁免》，载 《法学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５期，第１６６页。



公务行为”。① 此处的 “公务行为”说明 “为执行职务而实施之行为”还可以进一步分为 “公务

行为”和 “非公务行为”。因此，国际法委员会在就该条的评论中指出：“‘公务行为’一词说明

本款项下的豁免权范围比第４３条中的 ‘为执行领事职务而实施之行为’更窄”。② 在学界，此种

“非公务行为”有时被称作 “附带行为”（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ａｃｔｓ）或 “辅助行为”（ａｎｃｉｌｌａｒｙａｃｔｓ）。③ 例
如，一名领事官员审查并授予签证的行为是一项严格的公务行为；而他驾车前往审查地点的行为

则是一项附带行为。这项附带行为是否享有豁免取决于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 “为执行领事职务

而实施之行为”。换言之，附带行为的豁免权取决于其是否可以被正在执行的公务行为所吸收。

领事豁免权在实践中的最大意义就是保护领事官员在执行公务中的违法行为。④ 但是，由于

严格的公务行为通常是合法行为，⑤ 因此，自 《公约》生效以来，理论和实务界就领事豁免权存

在的最大争议往往在于哪些附带行为可以被认作 “为执行领事职务而实施之行为”。⑥ 其中，一

个很重要的观点认为附带行为的严重性应当作为领事豁免权的判断标准。例如， 《奥本海国际

法》认为严重的刑事行为不应当享受领事豁免权。⑦ 相似地，米尔霍普主张刑事行为，尤其是自

然犯 （ｍａｌｕｍｉｎｓｅ），不得被认作 “为执行领事职务而实施之行为”。⑧ 比库尼亚则主张违反人权

的行为不得被外交及领事豁免权保护。⑨ 在 “萨拉米案”中，美国伊利诺伊州上诉法院则认为，

即使一个单一的刑事行为可以被领事豁免权保护，长期的、连续的犯罪行为也不可能被定义为

“为执行领事职务而实施之行为”。瑏瑠 类似的观点在外交豁免权领域也不乏支持者。瑏瑡

上述观点的合理之处在于它很好地契合了 《公约》的精神。《公约》的序言强调领事特权及

豁免之目的不在于给予个人以利益而在于确保领馆能代表本国有效执行职务。瑏瑢 同时， 《公约》

·０４·

《国际法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２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公约》第７１条第１款。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６１），ｖｏｌＩＩ，ｐ１２７，ｈｔｔｐｓ：／／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ｄｏｃｓ／？ｐａｔｈ＝／ｉｌ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ｌｃ＿１９６１＿ｖ２ｐｄｆ＆ｌａｎｇ＝ＥＦＳ（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８，２０２０）。在其就第４３条的评论中，
国际法委员会也声明，“本条并未使用 ‘公务行为’一词，因为该词会削弱领事官员的地位”。

ＢｈａｇｅｖａｔｕｌａＳＭｕｒｔｙ，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ｆ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ＰｕｂｌｉｃＯｒｄｅｒ（ＮｅｗＨａｖｅｎ：
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４３５
正如希金斯 （Ｈｉｇｇｉｎｓ）指出，豁免权的作用恰恰就在于保护违法行为。ＲｏｓａｌｙｎＨｉｇｇｉｎｓ，“ＴｈｅＡｂｕｓｅｏｆ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Ｒｅｃｅｎｔ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１９８５）７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６４１，ｐ６４９
理论上说，由于 《公约》第５条中的领事职务并非全部要求符合当地法律 （例如第５条ｄ款就没有合法性的要求），
因此严格的公务行为有可能违反当地法律。但是，实践中出现的争议几乎都是涉及附带行为而非公务行为本身。

例如，在 “杰雷兹案”（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ｖＪｅｒｅｚ）中，一名多米尼加领事在前往执行公务的路上被一名警察误认为私
闯领馆的嫌疑人。为了及时前往办公地点，该领事和警察发生了肢体冲突并打伤了警察。法院认为该领事的行为是

为了顺利执行职务，因此承认了领事豁免权。ＣｏｍｍｏｎｗｅａｌｔｈｖＲａｆａｅｌＪｅｒｅｚ（１９８３），３９０Ｍａｓｓ４５６，４５７ＮＥ２ｄ１１０５
又如，在 “赫塞案”（ＨｅｓｓｅｖＰｒｅ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ｉｅｓｔｅ）中，意大利最高法院认为，在执行公务途中违法停车的行为应当被领
事豁免权保护。ＨｅｓｓｅｖＰｒｅｆｅｃｔｏｆＴｒｉｅｓｔｅ（１９７７），７７ＩＬＲ６１０
ＲｏｂｅｒｔＪｅｎｎｉｎｇｓａｎｄ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ｔｔｓ（ｅｄｓ），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Ｈａｒｌｏｗ：Ｌｏｎｇｍａｎ，９ｔｈｅｄｎ，１９９２），ｐ１１４５，ａｌｓｏ
ｓｅｅＬｕｋｅＴＬｅｅ，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Ｌａｗ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ｎｄｅｄｎ，１９９１），ｐ４９７
ＣｕｒｔｉｓＪＭｉｌｈａｕｐｔ，“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１９８８）８８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８４１，ｐ８６１又见：ＧｅｒｒｉｔｓｅｎｖｄｅｌａＭａｄｒｉｄＨｕｒｔａｄｏ（１９８７），８１９Ｆ２ｄ
１５１１，ｐ１５１７。
弗·奥·比库尼亚：《外交及领事豁免权与人权》，载 《环球法律评论》１９９１年第５期，第１１页。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ｖＳａｌａｍｉｅ（１９７７），５４ＩｌｌＡｐｐ３ｄ４６５，４７４
领事豁免权实质上是基于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３９条第２款。该款规定一名外交官在卸任以后依然就执行职务行
为享有豁免权。英国政府在１９８４年关于外交豁免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恐怖主义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不得被认定为执
行职务的行为。参见：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ＴｈｅＡｂｕｓｅｏｆ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１９８４／８５ＨＣ１２７，ｐａｒａ１６。
《公约》序言。



第５５条规定领事官员有尊重驻在国法律的义务。领事官员并不需要严重违反当地法律来顺利执
行职务，因此，领事豁免权不应该保护严重的违法行为。

然而，该观点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第一，以行为的严重性来判断豁免权有可能使豁免权

彻底失去意义。① 一个行为的严重性往往需要法庭对案件实体进行审理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但是

豁免权本身的意义恰恰在于禁止法庭对案件进行实体审理。也正因为如此，国际法院在 “国家

管辖豁免案”（德国诉意大利，希腊介入）中将豁免权定义为一种 “程序性权利”。② 虽然该案

涉及的是国家豁免权，但其背后的逻辑却是一致的：如果领事豁免权是基于一个行为表面上的严

重性 （ａｌｌｅｇｅｄｓｅｒｉｏｕｓｎｅｓｓ），那原告只需声称被告的行为是严重违法行为即可规避豁免权；相反，
如果领事豁免权是基于一个行为事实上的严重性 （ａｃｔｕａｌｓｅｒｉｏｕｓｎｅｓｓ），那么法庭则需要对案件实
体进行审理并以此结论来判断其是否有资格审理该案实体。这是典型的循环论证。与此同时，将

行为严重性作为判断豁免权的标准也会与刑事审判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相冲突。

第二，“行为严重性”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同一个行为在Ａ国可能是刑事犯罪但在Ｂ国
只是普通的违法。即使是针对同一个罪名，不同的国家也可能规定不同的刑罚。这导致实践中很

难区分严重的行为和非严重的行为。例如，英国对 “严重犯罪”的定义是 “可能导致超过１２个
月的监禁的犯罪”；③ 美国的定义则是 “一切暴力犯罪，诸如以枪支或其他危险武器进行的袭击，

或在药物或酒精作用下驾驶汽车造成的人员伤亡”；④ 澳大利亚在其１９７２年的 《领事特权与豁免

法案》中将 “严重犯罪”规定为 “一切可能导致五年及以上监禁或其他更严厉刑罚的犯罪”。⑤

事实上，《公约》第４１条第１款的起草历史也从侧面说明了定义 “严重犯罪”的困难程度。

该款规定领事官员在从事 “严重罪行”时不享有人身不受侵犯权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ｖｉｏｌａｂｉｌｉｔｙ）。在
１９６０年起草该条款的时候，国际法委员会内部曾分立为两派：其中一派认为应当明确定义 “严

重罪行”，并主张该罪行包括 “一切可能导致五年及以上监禁的行为”；另一派则反对作出明确

的定义。⑥ 国际法委员会之后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因为大多数对草案发表意见的国家认为，鉴于

各国立法的不同，一个精确的定义既不可能也不必要。⑦ 在１９６３年的维也纳会议上，部分国家提
出的定义 “严重罪行”的方案也未能获得与会国家的多数赞同。⑧ 简言之，由于各国无法就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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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值得注意的是，行为严重性或违法性与豁免权并非完全无关。《公约》第５条规定的部分领事职务有明确的 “合法

性”要求。因此，在判断涉及这些职务的领事豁免权时，法院不可避免地要讨论案件实体，亦即涉案行为的合法性。

此时，领事豁免权是否仍然属于 “程序性权利”值得商榷。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主题，此处不对该问题展开分析，而

是使用 “可能”一词表明此观点并非绝对。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ｖＩｔａｌｙ：Ｇｒｅｅｃ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１２，ｐ１４０，ｐａｒａ９３．
Ｊａｃｑｕｅｓ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ｅｔａｌ（ｅｄｓ），“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０１４）”，（２０１６）８５Ｂｒｉｔｉｓｈ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３０１，ｐ５３０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ＳＰｉｃｋｅｒ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ｄｓ），Ｄｉｇｅｓｔ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９８９－１９９０），ｐｐ３２７－３２８，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１３９３９３ｐｄｆ（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５，２０１９）．
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ｃｔ１９７２，Ｓｅｃｔｉｏｎ５（２） （ｄ），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ｇｏｖａｕ／Ｄｅｔａｉｌｓ／Ｃ２０１６Ｃ０１０６８
（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０，２０１９）．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６０），ｖｏｌＩＩ，ｐｐ１６７－１６８，ｈｔｔｐｓ：／／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ｄｏｃｓ／？ｐａｔｈ＝／ｉｌｃ／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ｌｃ＿１９６０＿ｖ２ｐｄｆ＆ｌａｎｇ＝ＥＦＳ（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８，２０２０）．
参见荷兰、瑞士和美国的评论，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６１），ｖｏｌＩＩ，ｐｐ１４７，１６２，１６７，ｈｔｔｐｓ：／／
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ｄｏｃｓ／？ｐａｔｈ＝／ｉｌ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ｌｃ＿１９６１＿ｖ２ｐｄｆ＆ｌａｎｇ＝ＥＦＳ（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８，２０２０）。
例如，巴西政府认为 “严重罪行”应该是 “最大刑期５年的犯罪”；南斯拉夫政府则提议最大刑期２年更为合适。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ｃ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Ｃｏｎｓｕｌａ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ｖｏｌＩＩ，Ａ／ＣＯＮＦ２５／１６／Ａｄｄ１（１９６３），ｐｐ８０，８６



“严重罪行”达成合意，《公约》第４１条第１款最终没有对此概念进行定义。
对于 “严重罪行”定义的模糊相应地影响了 “行为严重性”标准的有效性。如果该标准被用

于判断领事豁免权，同一个附带行为有可能在一国享有豁免而在另一国却不享有。这样的结果实质

上是与 《公约》的精神相悖的。因为如果该行为是执行领事职务所必须，那它应该在任何地方都受

到同等保护。毕竟，《公约》下规定的特权与豁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领事职务的顺利执行。

从方法论上来说，“行为严重性”标准的最大问题在于其过分强调了接受国的利益。领事豁

免权和外交豁免权本质上都是派遣国和接受国两国利益的平衡。用格劳秀斯的话来说：“保障一

名大使安全所带来的利益高于在国内法院惩罚他带来的利益”。① 然而在这两种利益当中 《公约》

更加强调的是派遣国的利益，亦即保证领事职务顺利完成的利益。因此，尽管 《公约》第５５条要
求领事官员尊重当地法律法规，但是这种尊重义务却不影响 《公约》下规定的特权与豁免。从宏观

上说，确保派遣国领事顺利完成职务同样有利于接受国，因为每一个接受国同时也是派遣国，而

《公约》第７２条第２款明确规定了对等原则。这意味着，保证一个外国领事官员顺利完成职务对一
个接受国来说，就是保证自己的领事官员在该外国可以顺利地执行职务。诚然，该保证并非无条件

无限制，但是这种对完成领事职务重要性的强调说明在判断豁免权的时候，首先应当考虑的不是一

个附带行为的严重性，而是该行为与正在执行的领事职务之间的关系。因此，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在

审理一起韩国驻美领事与其雇佣的家政人员发生的劳动纠纷时指出，只有当领事职务直接 （而非间

接）地受益于一个雇佣关系时，领事豁免权才可以被承认。② 相似地，在 “南斯拉夫领事豁免案”

中，德国巴伐利亚州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一名领事可以就其造成的交通事故享有豁免权，那么他

驾驶汽车的行为必须密切且实质地 （ｃｌｏｓｅｌｙ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ｌｙ）和正在执行的领事职务相关。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情况下，采用 “行为严重性”标准和采用 “行为间关系”标准会得

出同样的结果。例如在卡舒吉事件中，如果沙特领事官员确实参与了对卡舒吉的犯罪行为，那么

无论采用哪个标准，他们都不应当享有领事豁免权———谋杀和肢解行为的严重性无须多言，而该

行为和执行领事职务行为 （办理离婚手续）之间也明显没有任何实质联系。但是，在其他情况

下，采用不同的标准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斯特努姆案”就是一个典型。④ 本案中，一名瑞典

公民林德布拉德 （Ｌｉｎｄｂｌａｄ）在美国因为斗殴被捕。瑞典驻芝加哥总领事斯特努姆 （Ｓｔｒｍ）在
前往法院交纳保释金后带走了林德布拉德，并向法院保证其会按时参加数周后的庭审。然而保释

之后，斯特努姆从各种线索了解到林德布拉德由于得罪了当地黑帮而性命堪忧。因此，在未告知

法院的情况下，他将林德布拉德的护照退还并放任其离开美国回到瑞典。由于林德布拉德是以联

邦重罪被起诉的，斯特努姆协助其离境的行为也构成了重罪。然而美国政府在利益声明书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中却认为斯特努姆的行为应当享有领事豁免权，原因在于该行为和 《公

约》第５条 （ｄ）款 “为派遣国公民提供旅行相关证件”和 （ｅ）款 “帮助派遣国公民”中规定

的领事职务有密切联系。法庭认可了这份声明并相应地判决斯特努姆享有豁免权，尽管其行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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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ＨｕｇｏＧｒｏｔｉｕｓ，ＤｅＪｕｒｅＢｅｌｌｉａｃＰａｃｉｓ，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ｂｙＦＷＫｅｌｓｅｙ（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２５），ｐ４４３
ＰａｒｋｖＳｈｉｎ（２００２），３１３Ｆ３ｄ１１３８，ｐ１１４３
ＹｕｇｏｓｌａｖＣｏｎｓｕ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Ｃａｓｅ（１９７３），７３ＩＬＲ６８９
ＳｔａｔｅｏｆＩｎｄｉａｎａｖＳｔｒｍ，Ｎｏ４５Ｇ０３－８８０１－ＣＦ－０００１０，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Ｃｔ，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Ｄｉｖ，ＬａｋｅＣｏｕｎｔｙ，Ｉｎｄｉａｎａ，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ａｔ
ＭａｒｉａｎＮＬｅｉｃｈ（ｅｄ），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Ｄｉｇｅｓｔｏｆ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１９８１－１９８８）（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９３），ｐｐ１１４０－１１５４



明确构成美国联邦重罪。在 “瑞斯克诉哈沃森案”中，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就数名挪威领事的豁

免权作出了类似的判决。①

综上，“行为严重性”并不是判断领事豁免权的一个合理标准。领事特权与豁免的最终目的

是保证领事职务的顺利执行。因此，在判断豁免权时，主要的考量应当在于一个附带行为和正在

执行的领事职务之间的关系。

三　习惯法上属事豁免权与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关系

卡舒吉事件还提出了另一个豁免权问题。与沙特领事官员不同，具体实施谋杀的沙特官员因

不具备领事官员身份而不享有 《公约》赋予的领事豁免权。根据 《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

条款》草案中关于责任归因的规定，该犯罪行为应当被认定为沙特的国家行为。② 那么，这是否

意味着这些沙特官员在土耳其境内享有习惯国际法上的国家官员豁免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国家官员刑事豁免权的性质。在目前习惯国际法上，个

人享有的豁免权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属人豁免权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ｎ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ｅ）和属事豁免权
（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ａｔｉｏｎ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ｅ）。属人豁免权一般由少数具有代表国家职能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的高级别官员所享有。③ 此种豁免权不考虑具体行为的性质。只要一个主体具备了特定的身份，

那他的一切行为都享有刑事豁免。在２００２年国际法院的 “逮捕令案” （刚果诉比利时）中，国

际法院列举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三类人作为属人豁免权的主体。④ 但是在实践中其

他的高级别政府官员是否享有属人豁免权尚存争议。⑤ 就卡舒吉事件而言，如果沙特王储萨勒曼

牵涉其中，那么他很显然属于属人豁免权的主体范围。此时豁免权的适用就取决于当前国际法上

是否存在属人豁免权的例外。虽然在学界有观点认为属人豁免权在涉嫌严重国际罪行的案件中不

适用，⑥ 但目前无论是国家实践还是国际法院的判例都一致指向该豁免权的绝对性。⑦ 即使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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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ｉｓｋｖＨａｌｖｏｒｓｅｎ（１９９１），９３６Ｆ２ｄ３９３
“Ｄｒａｆｔ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ＷｒｏｎｇｆｕｌＡｃｔｓ，ｗｉｔｈ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２００１）”，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ｏｆ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１），ＶｏｌＩＩ，ＰａｒｔＴｗｏ，ｐｐ４０－４１，ｐａｒａｓ６－７，ｈｔｔｐｓ：／／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ｄｏｃｓ／？ｐａｔｈ＝／
ｉｌｃ／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ｓ／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ｌｃ＿２００１＿ｖ２＿ｐ２ｐｄｆ＆ｌａｎｇ＝ＥＦＳＲＡＣ（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８，２０２０）．
例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７条第２款规定，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在接受国代表派遣国的外交使馆
馆长等人无需授权即可代表国家。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ＵＮＴＳ，ｖｏｌ１１５５，ｐ３３１
ＡｒｒｅｓｔＷａｒｒａｎｔｏｆ１１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０（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ｖＢｅｌｇｉｕｍ），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２，ｐ３，
ｐａｒａ５１
例如，在 “巴拉克案”（ＩｎｒｅＥｈｕｄＢａｒａｋ）中，英国威斯特敏斯特地区法院认为以色利国防部长也享有属人豁免权。
ＩｎｒｅＥｈｕｄＢａｒａｋ（２００９），１６３ＩＬＲ６１９
ＫｅｒｒｙＣＯＮｅｉｌｌ，“ＡＮｅｗ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ｙＬａｗｏｆＨｅａｄｏｆ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Ｈｉｒｏｈｉｔｏａｎｄ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２００２）３８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８９，ｐｐ２９５－２９８；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ｔｔｓ，“ＴｈｅＬｅｇａｌ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ｆＨｅａｄ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ｓ，Ｈｅａｄｓ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１９９４）２４７ＲｅｃｕｅｉｌＤｅｓＣｏｕｒｓ９，ｐ５３
Ｃｅｒｔａ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ＤｊｉｂｏｕｔｉｖＦｒａｎｃ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８，ｐ１７７，
ｐａｒａ１７０；ＡｒｒｅｓｔＷａｒｒａｎｔｏｆ１１Ａｐｒｉｌ２０００（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ｖＢｅｌｇｉｕｍ），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２，
ｐ３，ｐａｒａ５８值得注意的是，该案过后，比利时修改了其国内法中关于外国官员在涉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时
不享有豁免权的规定。新规定明确表示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在职期间不得被起诉。在 “皮诺切特案”中，

多名大法官在判决中也明确指出，如果皮诺切特还在职，那么他将享有豁免权。ＲｅｇｉｎａｖＢｏｗＳｔｒｅｅｔ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Ｓｔｉｐｅｎｄｉａｒｙ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ＥｘｐａｒｔｅＰｉｎｏｃｈｅｔＵｇａｒｔｅ（Ｎｏ３），［２０００］１ＡＣ１４７



前在国家官员豁免权问题上采取相对进步性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立场的国际法委员会，在其通过的国
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条款草案第４条第２款也承认不存在国际罪行的属人豁免权例外。① 因
此，无论萨勒曼是否涉案，他都不会在土耳其法院被起诉，除非沙特放弃他的豁免权。其他涉案

的沙特官员则不应被认定为享有属人豁免权。虽然该豁免权的主体范围存在一定争议，但即使是

扩大解释也至少要求部长级别的官员或内阁成员且通常需要行使一些对外职能，② 而从目前沙特

官方和国际社会的调查情况来看，卡舒吉事件中可能涉案的最高级别沙特官员是情报部门副部长

阿西里和萨勒曼的顾问卡赫塔尼，因此，他们在国际法上不享有属人豁免。

与属人豁免权不同，属事豁免权不关注行为主体的身份，而是取决一个具体行为的性质。一

般来说，该豁免权保护的是公务行为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ａｃｔｓ）。换言之，如果一名国家官员从事了一项公
务行为，那他就不应当在外国法院被诉。本质上，国家官员的刑事属事豁免权就是国家本身享有

的国家豁免权 （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③ 当一名官员从事了一项公务行为时，他实质上是在为其国家
行事。在此情况下，刑事起诉该官员实质上是在间接起诉其代表的国家，因为一旦判决作出，该

国家行为就会被贴上 “犯罪”的标签。而根据平等者之间无管辖权原则 （ｐａｒｉｎｐａｒｅｍｎｏｎｈａｂｅｔ
ｉｍｐｅｒｉｕｍ），一国在外国法院是享有绝对的刑事豁免权的。因此，当一国的官员因公务行为而被
刑事起诉时，国家豁免权必须延伸至该官员以确保国家本身不被卷入诉讼。

从表面上看，卡舒吉事件中的沙特官员符合属事豁免权的构成要件。首先，该豁免权对主体

资格没有限制；其次，如上所述，这些官员的行为是可归责于沙特的公务行为。然而，这个结论

忽略了认定属事豁免权时的一个关键点，即犯罪行为的发生地。在实践中，国家官员属事豁免权

问题的出现往往存在三种模式。第一，Ａ国在其自己的法院起诉 Ｂ国官员在 Ｂ国从事的公务行
为；第二，Ａ国在其自己的法院起诉Ｂ国官员在Ｃ国从事的公务行为；第三，Ａ国在其自己的法
院起诉Ｂ国官员在Ａ国从事的公务行为。卡舒吉事件中沙特官员，如果在土耳其法院被诉，他
们的豁免权问题属于第三种模式。而在这种模式下，授予属事豁免权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一国官员

在法院地国行使职权的行为得到了该国的许可。在没有这种许可的情况下，各国法院在实践中几

乎从不认可外国官员的刑事豁免权，即使涉案行为是明显的公务行为。例如，英国的 “玉素甫

案”④ 和意大利的 “奥马尔案”。在 “奥马尔案”中，数名美国情报官员因在米兰秘密绑架了一

名被意大利政治庇护的埃及神职人员而在当地遭到刑事起诉。在终审判决中，意大利最高法院认

为，虽然绑架行为受政府指使，但这些情报官员在意大利不享有任何豁免权，因为习惯法上的属

事豁免权仅授予 “执行特定职务的特定官员”。⑤ 同样，在 “彩虹勇士号案”中，新西兰奥克兰

高等法院拒绝赦免两名根据命令在奥克兰港从事了恐怖袭击的法国士兵，虽然法国政府反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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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ｘｔｙｅｉｇｈ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７１／１０（２０１６），ｐ３５２
例如，卡塞斯指出属人豁免权的主体范围 “可能”包括一些内阁高级官员。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ａｓｓｅｓｅ，“ＷｈｅｎＭａｙＳｅｎｉｏｒＳｔａｔｅ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ＢｅＴｒｉｅｄ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ｓ？Ｓｏｍ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ｖＢｅｌｇｉｕｍＣａｓｅ”，（２００２）１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８５３，ｐ８６４
Ｃｅｒｔａ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ｕｔｕａｌ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Ｍａｔｔｅｒｓ（ＤｊｉｂｏｕｔｉｖＦｒａｎｃ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２００８，ｐ１７７，
ｐａｒａ１８８
ＲｖＬａｍｂｅｔｈＪｕｓｔｉｃｅｓ，ｅｘｐａｒｔｅＹｕｓｕｆｕ（１９８５），８８ＩＬＲ２３２
‘ＡｂｕＯｍａｒ’Ｃａ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ｏｒａｔｔｈｅＣｏｕｒｔｏｆＡｐｐｅａｌｓｏｆＭｉｌａｎｖＡｄｌｅｒａｎｄｏｒｓ，Ｆｉｎａｌａｐｐｅａｌ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Ｎｏ４６３４０／２０１２，
ＩＬＤＣ１９６０（ＩＴ２０１２），ｐａｒａ２３７



会为该公务行为承担全部责任。① 也正因为如此，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科洛德金 （Ｋｏｌｏｄｋｉｎ）
在其就 “国家官员在外国刑事诉讼中的豁免权”项目的第二份报告中指出：“如果一国没有同意

一名外国官员出现在其领土上并行使职权，那么该国应有足够理由认为该官员不享有任何的刑事

属事豁免权”。② 第二任特别报告员埃尔南德斯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也持同样的观点。在其第五份报告
中，埃尔南德斯指出，虽然相关国家实践并不丰富，但却一致地显示此种情况下外国官员不享有

属事豁免权。③ 在此基础上，她在草案第７条第１款第３项中加入了一个 “领土犯罪”的豁免权

例外。④ 虽然此规定被排除在最终的第７条之外，但国际法委员会承认该结论的有效性———排除
的原因并非豁免权适用，只是此种情况不属于 “（已存在的）豁免权的例外”，而是 “根本就不

存在豁免权”。⑤

这种现象的背后实质上是法院地国对自己主权利益的考量。从本质上说，豁免权是法院地国

对自己司法主权的一种放弃行为。⑥ 但是，基于行为发生地的不同，这种放弃行为背后的原因也

是不尽相同的。当一个公务行为发生在外国领土上时，认可豁免权更多的是出于不干涉外国国家

行为的考量。例如，如果Ａ国在其自己的领土上通过了一部立法，那么该立法行为应当在 Ｂ国
法院享有豁免权。因为Ｂ国法院对该行为的审查会构成对Ａ国国家行为的干涉。而当一个公务
行为发生在法院地本国领土上时，情况则有所不同。此时，认可豁免权更多的是为了方便外国官

员在本国领土上行使 “被本国所认可”的官方职务。在学界，该原理通常被表述为豁免权的职

务需要说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ｔｈｅｏｒｙ）。⑦ 外交豁免权、领事豁免权、国际组织官员豁免权等都是
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在没有这种认可的情况下，法院地国没有义务放弃对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的行

为的司法主权。另一方面，外国官员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在法院地国领土上行使主权权力，如上

述 “奥马尔案”，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对该国主权的侵犯。因此，如果一名外国官员未经许可在法

院地国从事了一项违反当地法律的公务行为，法院有权按其正常的司法程序对案件进行审理。用

阿勒比克的话来说，此种情形下该外国官员并非在行使国际法所认可的国家权力，因此其行为不

受属事豁免权保护。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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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ｖＭａｆａｒｔａｎｄＰｒｉｅｕｒ（１９８５），７４ＩＬＲ２４１又参见：ＫｈｕｒｔｓＢａｔｖ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ＪｕｄｇｅｏｆｔｈｅＧｅｒｍａｎＦｅｄｅｒａｌＣｏｕｒｔ
（２０１１），１４７ＩＬＲ６３３和Ｌｅｔｅｌｉｅｒｖ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ｆＣｈｉｌｅ（１９８０），４８８ＦＳｕｐｐ６６５。
ＲｏｍａｎＡＫｏｌｏｄｋｉｎ，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ｆｒｏ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Ｎ４／６３１（２０１０），
ｐａｒａ８５
ＣｏｎｃｅｐｃｉóｎＥ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Ｆｉｆ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ｆｒｏ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Ｎ４／７０１
（２０１６），ｐａｒａ２２９值得注意的是，此处所说的国家实践是有关刑事犯罪的豁免权问题的实践。虽然在理论上所有国
家官员的豁免权本质上都是国家豁免权，但是刑事诉讼中属事豁免权的范围和民事诉讼中国家豁免权的范围是不同

的。无论是对 《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还是对当前的 “国家官员在外国刑事诉讼中的豁免权”项目，

国际法委员会都明确区分了刑事和民事诉讼。埃尔南德斯在其报告中也明确区分了涉及民事诉讼中国家豁免权的实

践。

ＣｏｎｃｅｐｃｉóｎＥ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Ｆｉｆｔｈ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ｆｒｏ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ＣＮ４／７０１
（２０１６），ｐ９９，ａｒｔ７（１）（ｉｉｉ）．
ＵｎｉｔｅｄＮａｔｉｏｎ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ｉｘｔｈｎｉｎｔｈｓｅｓｓｉｏｎ，Ａ／７２／１０（２０１７），ｐ１８８，ｐａｒａ２４
ＩａｎＭ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１９８０）１６７ＲｅｃｕｅｉｌＤｅｓＣｏｕｒｓ１１３，ｐｐ２１４－２１６；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Ｙａｎｇ，Ｓｔａｔｅ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ｐ５０
ＣｒａｉｇＢａｒｋｅｒ，ＴｈｅＡｂｕｓｅｏｆ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Ｅｖｉｌ？（Ｄａｒｔｍｏｕｔｈ，１９９６），ｐ２２１
ＲｏｓａｎｎｅＶＡｌｅｂｅｅ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ｒｉｍｉｎａｌ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ｕｒｔｓ”，ｉｎＴｏｍ
Ｒｕｙｓｅｔａｌ（ｅｄｓ），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９），ｐ５０８



值得注意的是，“是否具有被认可的官方职务”强调的是一名外国官员在法院地国履职的资

格。“是否具备该资格”和 “某一具体行为是否属于官方职务的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前者

是享有豁免权的前提，而后者则是属事豁免权的具体认定。例如，如果 Ａ国接受 Ｂ国官员张三
为外交官员，① 那么其就认可了张三有资格在其领土上行使外交职务。因此，即使张三任期结

束，他依然就职务行为享有属事豁免权。② 假设张三在职期间在Ａ国从事了间谍行为，且离任后
被Ａ国检察机关公诉，此时他是否享受属事豁免权就取决于他的行为是否可以被认定为行使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３条第１款第４项中规定的 “调查和报告职能”。③ 但如果Ａ国从一开
始就拒绝接受张三，那么他在Ａ国的任何行为都不享有豁免权，因为他没有在Ａ国领土上执行
官方职务的资格。换言之，一名官员就其在外国领土上的违法行为享有属事豁免必须满足两个条

件：第一，他在该外国有行使被认可的官方职务的资格；第二，该违法行为属于官方职务的范

畴。就第二个条件而言，当前理论和实践一般认为豁免权应当由主审法院进行认定，但鉴于部分

官方职能 （尤其是外交职能和驻外军队的军事职能）的政治敏感性和秘密性，该认定过程应当

充分尊重官员本国的意见。④ 就卡舒吉事件而言，很显然涉案的沙特官员第一个条件即无法

满足。

综上，当一名国家官员在外国领土上从事了一项涉嫌犯罪的公务行为时，其是否享有属事豁

免权取决于法院地国是否认可了该官员在本国领土上行使官方职务。在没有此种认可的情况下，

法院地国有权将该官员视作一名普通的外国公民予以对待。因此，虽然卡舒吉事件中沙特官员的

行为是沙特的国家行为，土耳其法院并没有义务承认他们的属事豁免权，因为他们在土耳其境内

没有任何 “被认可的”官方职务需要行使。

四　国际罪行和习惯法上属事豁免权的关系

关于卡舒吉事件的最后一个有意思的点是本案中的行为可能会被认定为强迫失踪罪和酷刑

罪。根据 《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强迫失踪罪是指 “由国家代理人，或得到国家

授权、支持或默许的个人或组织，实施逮捕、羁押、绑架，或以任何其他形式剥夺自由的行为，

并拒绝承认剥夺自由之实情，隐瞒失踪者的命运或下落，致使失踪者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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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派遣国根据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７条可以自由委派外交官员，但由于接受国有权依据公约第９条在一名
官员履职前即宣布其为不受欢迎人员，因此，接受国不行使该权利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该官员成为外交人员的默示许

可。实践中，履职的外交人员通常也需要在接受国完成一定的注册或认证程序。

参见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３９条第２款。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ＴＳ，ｖｏｌ５００，ｐ９５
国际法院在 “德黑兰人质案”（ＴｅｈｒａｎＨｏｓｔａｇｅｓ）中指出，《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９条第１款之所以赋予接受国驱
逐外交官的权利，就是因为在实践中难以区分 “调查和报告职能”和间谍行为。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ｌａｒ
ＳｔａｆｆｉｎＴｅｈｒａｎ，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８０，ｐ３，ｐａｒａ８５
ＪｅａｎＳａｌｍｏｎ，ＭａｎｕｅｌｄｅＤｒｏｉｔ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ｑｕ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ＢｒｕｌａｎｔＤｅｌｔａ，１９９４），ｐ４７８；ＥｉｌｅｅｎＤｅｎｚａ，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Ｌａｗ：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ｔｈｅＶｉｅｎｎａ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３ｒｄｅｄｎ，２００８），ｐｐ４４６，
４４８类似地，国际法院在１９９９年的一份咨询意见中指出，成员国法院认定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的属事豁免权时，
应当最大程度地参考联合国秘书长的意见。该意见只有在具备 “最难以抗拒的理由时”才可以被忽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ｆｒｏｍＬｅｇ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ａｐｐｏｒｔｅｕｒ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ｄｖｉｓｏｒ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１９９９，ｐ６２，ｐａｒａ６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ｆｒｏｍＥｎｆｏｒｃｅｄ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ＵＮＴＳ，ｖｏｌ２７１６，ｐ３，ａｒｔ２



根据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以下简称 《酷刑公约》），

酷刑是指 “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

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

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分行使职

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① 简言之，强迫失踪罪和酷刑罪的定义

本身就带有 “公务”的属性。虽然本案中的沙特官员在土耳其不享有属事豁免权，但如果受害

人家属去第三国起诉，这些官员在第三国是否享有豁免权呢？

本质上，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罪行和属事豁免权的关系。这也是当前国际法上的一个争

议焦点。② 这个问题的难点在于国际罪行几乎一定是公务行为。正如卡塞斯所说：“个人往往是

通过其官方职位和身份来命令、煽动、帮助、纵容国际罪行的”。③ 但同时，当前的国际法体系

往往会导致从事国际罪行的人得不到任何惩罚。④ 国际法院在 “逮捕令案”中区分 “个人刑事责

任”和 “豁免权”两个概念时指出，即使豁免权被承认，个人刑事责任依然有四种实现途径：

第一，犯罪嫌疑人在其本国可以被起诉；第二，犯罪嫌疑人本国有可能放弃他的豁免权；第三，

犯罪嫌疑人在卸任以后只享有属事豁免权；第四，犯罪嫌疑人在国际法庭面前不享有任何豁免

权。⑤ 但就属事豁免权而言，这四种途径在实践中都很难实现。由于一项国际罪行通常是一个公

务行为，因此犯罪嫌疑人的本国往往会尽力保护自己的官员。这意味着该国既不会放弃豁免权，

也不会在本国起诉他。同时，设立一个国际法庭的政治和经济成本也使得上述第四个选项的有效

性大打折扣。而且，属事豁免权通常会因为国际犯罪的 “公务”属性而被承认。因此，上述四

个选项事实上很难达到惩治国际罪行的效果。

为了限制豁免权，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出了各种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三个理论是普遍管辖

权理论、国际法上个人刑事责任理论、以及强行法理论。普遍管辖权理论认为，由于承认豁免权

的做法会与一些国际罪行公约中的行使管辖权条款相冲突，根据后法优于先法的原则 （ｌｅｘ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ｄｅｒｏｇａｔｌｅｇｉｐｒｉｏｒｉ），豁免权应当被取代。⑥ 个人刑事责任理论认为，通常情况下承认属事
豁免权意味着一个公务行为的责任完全归于国家。但是当国际法就一些罪行明确规定了个人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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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ｏｒ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Ｃｒｕｅｌ，ＩｎｈｕｍａｎｏｒＤｅｇｒａｄ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ｒ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ＵＮＴＳ，ｖｏｌ１４６５，ｐ８５，
ａｒｔ１（１）．
实践中，一些欧洲国家明确支持国际罪行不享有豁免。例如，在对国际法委员会 “国家官员在外国刑事诉讼中的豁

免权”项目的评论中，西班牙表示其国内法不再承认种族灭绝罪、强迫失踪罪、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豁免权；荷

兰和波兰主张属事豁免权不保护一切国际罪行；英国认为酷刑不得受属事豁免权保护。相关评论参见：ｈｔｔｐ：／／
ｌｅｇａｌｕｎｏｒｇ／ｉｌｃ／ｇｕｉｄｅ／４＿２ｓｈｔｍｌ＃ｇｏｖｃｏｍｓ（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２０２０）；其他国家则表示反对，例如，Ｇｉｒａｌｄｏｖ
ＤｒｕｍｍｏｎｄＣｏ，Ｉｎｃ（２０１１），８０８ＦＳｕｐｐ２ｄ２４７，又如ＤｏｇａｎｖＢａｒａｋ（２０１６），２０１６ＷＬ６０２４４１６。
ＡｎｔｏｎｉｏＣａｓｓｅｓｅ，“ＷｈｅｎＭａｙＳｅｎｉｏｒ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ＢｅＴｒｉｅｄ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ｓ？Ｓｏｍ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ｇｏｖＢｅｌｇｉｕｍ
Ｃａｓｅ”，（２００２）１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８５３，ｐ８６８
冷新宇：《国家官员刑事豁免问题引起的法律冲突及解决途径》，载 《西安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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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ｐｏＡｋａｎｄｅａｎｄＳａｎｇｅｅｔａＳｈａｈ，“Ｉ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ｒｉｍｅｓ，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Ｃｏｕｒｔｓ”，（２０１１）
２１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８１５；ＬｅｅｎＤＳｍｅｔａｎｄＦｒｅｄｅｒｉｋＮａｅｒｔ，“Ｍａｋｉｎｇｏｒ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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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时，这些罪行既会被归于国家也会被归于个人。① 此时，属事豁免权不再适用。强行法理论

则认为，由于国际罪行通常都具有强行法性质。承认属事豁免权的做法会与强行法的内容相冲

突。鉴于强行法的高位阶效力，豁免权必须被限制。②

上述三个理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它们假设属事豁免权和一个其他的国际法规则存在冲突，并

以此主张豁免权应当让位于这些规则。但是这种冲突实质上是不存在的。首先，就豁免权与管辖

权的关系来说，前者只是后者的例外情况。换言之，关于豁免权的讨论只有在法院具备管辖权的

前提下才有意义。这意味着法院是否具有管辖权并不影响一个行为是否享有豁免权。因此，在

“逮捕令案”中国际法院指出 “虽然各种惩治国际罪行的公约要求缔约国扩张其刑事管辖权，这

种扩张并不影响豁免权。因为有管辖权不代表没有豁免权，而没有豁免权也不代表有管辖权”。③

其次，豁免权与个人刑事责任也是两个概念———一名官员是否负有刑事责任是一个刑事诉讼程序

的 “终点”，而他是否享有豁免权是该诉讼的 “起点”。如果一名官员享有豁免权，那么法庭根

本就无权对他是否负有刑事责任作出判断。因此，这种以个人刑事责任来否定豁免权的观点在逻

辑上是不成立的。同理，豁免权与强行法之间也不存在直接的冲突，因为一项公务行为是否违反

了强行法是法庭审理的结论，而豁免权关注的是法庭审理的资格。正如福克斯所述：“豁免权并不

会否定一项强行法规范，它只是将一项违反强行法的行为交由另一种争端解决方式处理而已”。④

在实然法层面，同样无法证明当前国际法上存在着属事豁免权的 “国际罪行例外”。虽然国

内法院起诉外国官员的案件并不少见，但是这些案件有的已被更高级别的国内法院撤销，⑤ 有的

则根本就没有考虑豁免权问题而直接作出判决。⑥ 根据国际法院在 “刑事事项互助的某些问题

案”（吉布提诉法国）中的判决，国内法院在外国官员属事豁免权未被援引的情况下根本无需考

虑豁免权，⑦ 国际法委员会在 “国家官员在外国刑事诉讼中的豁免权”项目上的第一任特别报告

员科洛德金将这种不援引的行为归为豁免权的默示放弃。⑧ 由于不援引豁免权行为本身就可以导

致无豁免权，因此这些案例无法证明存在所谓豁免权的例外。事实上，不止上述两类案件，在埃

尔南德斯援引的支持其草案第７条，关于规定国际罪行不享有属事豁免权的９个国内法判例中，
几乎每一个都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问题。⑨ 即使是最明确支持其结论的 “皮诺切特案”，英国

上议院的判决也是严格依据的 《酷刑公约》条文因而很难类推适用至其他国际罪行，并且该案

虽然判决结果一致，但在说理上法官们各执一词，并未形成合意。而另一方面，国家实践中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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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明确承认涉嫌国际罪行的外国官员属事豁免权的案例。① 在此情况下，习惯法对国家实践

“一致性”的要求显然难以达到。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理论只考虑了对国际罪行的惩罚，而没有考虑限制豁免权对国际

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豁免权被限制，那么一国的官员将会在他国被任意起诉，这会严重影

响国家间的交往并带来国际关系的混乱。② 也正因为如此，在针对上述草案第７条的讨论中，来
自中国、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国的委员都明确反对因国际罪行而限制属事豁免权。③ 虽

然该条目前已被国际法委员会暂时通过，但通过的前提是该条并非习惯法编纂，而是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国际法的进步性规定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④ 换言之，目前的第７条是应然法而非
实然法———实际上，部分委员甚至反对将该条认定为应然法，而认为其完全就是国际法委员会在

主观创造新法，⑤ 同样的观点在第六委员会也得到了一些代表团的明确支持。⑥ 虽然理论上国际

法委员会起草的应然法有可能通过公约的形式转化为实然法，但就目前该条在第六委员会遭到的

反对来看，该过程绝非易事。如果一个国家的法院可以对外国官员任意派发逮捕令，或者一国的

检察院可以任意对外国官员提起公诉，那么这种 “惩治国际罪行”的美好愿景很快就会演变为

一种向他国施压的政治工具。⑦ 这不但不会带来所谓的国际正义，反而会加剧国际形势的紧张和

国家间的敌对态度。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考虑，目前更为合理的做法都是承认属事豁免权，并在国际法层

面积极寻求其他惩治国际罪行的方法。因此，如果卡舒吉事件中的沙特官员在第三国以 “强迫

失踪罪”或 “酷刑罪”被诉，本文认为属事豁免权应当得到承认。

五　结论

本文以２０１８年底的卡舒吉事件为视角，探讨了当前国际法上关于国家官员刑事属事豁免权
的一些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根据以上论述，本文认为：

·９４·

论国家官员外国刑事属事豁免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例如，在 “拉姆斯菲尔德案”中，法官巴黎地区检察官在撤销针对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酷刑指控时就明

确表示酷刑罪受属事豁免权保护。转引自：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ｍｍｕｎｉｔ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ｆｒｏ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ｂｙ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Ａ／ＣＮ４／５９６（２００８），ｐ１２２，ｆｎ５２３。
例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曾因在瑞士可能被人权团体以战争罪和酷刑罪起诉而取消行程，参见：《小布什取消前往

瑞士参加慈善晚宴计划》，新浪网，ｈｔｔｐ：／／ｎｅｗｓｓ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ｗ／２０１１－０２－０７／０３２６２１９２１２６４ｓ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邓华：《国家官员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最新进展述评》，载 《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４期，第
１２７页。王秀梅：《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探析》，载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
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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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和法国在２０１６年的外交争端就是最好的例子。法国于２０１６年１０月重启了对卢旺达前总统哈比亚利马纳
（Ｈａｂｙａｒｉｍａｎａ）坠机事件的调查并暗示该坠机事件是卢旺达时任总统卡加梅 （Ｋａｇａｍｅ）策划的。作为应对，卢旺达
政府在２０１６年１１月正式起诉多名法国官员在卢旺达内战中犯有种族灭绝罪。参见：《卢旺达再次宣称法国涉入卢旺
达大屠杀》，搜狐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１０７７３４９６＿２０１９６０，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



第一，“行为严重性”不是判断领事豁免权的一个恰当标准。虽然在 《公约》下领事官员有

尊重驻在国法律的义务，但这种义务却不影响领事官员享有的豁免权。“行为严重性”标准不仅

在实践中难以认定，而且会使领事豁免权彻底失去意义。《公约》下的特权与豁免的最终目的是

方便领事职务的行使。因此，判断领事豁免权的关键应当在于一个行为与正在被执行的领事职务

之间的关联程度。

第二，当一个公务行为涉嫌犯罪时，属事豁免权不仅取决于该行为的 “公务”性质，还取

决于行为的发生地。如果该行为发生在法院地，那么获得属事豁免权的一个前提是法院地国已经

同意了该官员在其领土上从事官方职务。在没有这种同意的情况下，法院地国在国际法上没有承

认该外国官员的豁免权的义务。这意味着他将被法院当作一名普通的外国公民进行对待。由于卡

舒吉事件中的沙特官员明显没有得到土耳其的承认，他们在土耳其法院将不享有任何豁免权，虽

然涉案行为是明显的公务行为。

第三，如果上述沙特官员在土耳其和沙特以外的第三国被诉，那么他们的属事豁免权应当得

到尊重，即使他们的行为涉嫌国际法上的强迫失踪罪或酷刑罪。国际罪行通常的 “公务”属性

意味着它们天然地会被属事豁免权所保护。虽然这种保护有可能导致犯罪人逃脱处罚，但是完全

否认属事豁免权的做法将会引起国际关系的混乱并加剧国家间的敌对态度。因此，更为合理的做

法是承认属事豁免权并在国际法层面积极寻求其他惩治国际罪行的方法。毕竟，国际关系的稳定

和国家间的合作才是解决国际法问题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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